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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knowledge of literary disciplines is a system of discours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formal methods, which contradicts literature as a metaphorical and poetic activity. The manifestation of literary 
education is the closure of educ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modernity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se 
phenomena, so the way out for literary education should start from aesthetic modernity. Specifically, it is to improve 
the tendency of scientific and formalized dominance of the literary discipline and to bring back the literary nature of 
literature, for which the current cultural studies provide ready insights and direc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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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当前文学学科知识是按科学化原则和形式化方法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这与文学是一种隐喻性的诗性活动相违

背，表现在文学教育之上即为教育的封闭化，文学与社会实践接口的缩减。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

盾是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为文学教育寻找出路应从审美现代性着手，具体而言就是改善文学学科科

学化、形式化一家独大的倾向，使文学的文学性重新回归，当前的文化研究为此提供了现成的启示和直接的影

响。 

关键词：文学学科，文学教育，知识学，文化研究 

当前文学教育陷入到困境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就内部而言，文学教育所依赖的知识体系存在较

大的缺陷。现代学科的知识建构，必须有明确的知识

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并能指导相应的知识实践，

然而当前的文学知识架构虽有其自明性的知识对象

——文学活动，但知识方法和理论建构却多是借用自

其他学科领域，本身并未构成一个自洽的学科体系。

就外部而言，文学教育的社会接口日趋狭窄，当前大

部分的文学教育接受者无法直接地在社会中表现出

自身的“有用性”，无法在场域高度分化、职业分工日

趋细致的当代社会中找到直接定位。这一点直接影响

到了文学教育再生产的持续，也让文学教育的出路成

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1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Modern Management (ERMM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408



1. 知识学身份定位的难题 

当前中国的文学教育，在学科上隶属于中国语言

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主要活动场域是各高校的中文专

业，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则是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

批评三大块。其中，文学理论是“以文学的普遍的规

律为其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它以文学的基本原理、

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其研究对象”。[1]而文

学史是对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文学具体历程的整

体描述。至于文学批评，则是利用文学理论，对一切

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分析、评价和判断。 

不难看出，文学教育的这种规划暗含了一种“前
见”——文学知识是一种科学知识，它有自身的“普遍

规律”、“基本原理”、“科学方法”，因此，文学研究乃

至文学教育，必须围绕这些规律、原理、方法进行。

与这一“前见”伴随而行的是文学学科的形式化，即文

学研究采用“非指涉性的纯粹符号构成抽象的公理或

模型来对意义进行普遍有效的阐释”。[2]它“以一组抽

象概念结合成一个能够独立生产意义的逻辑模型并

将其应用于全部语言活动，从而获得普遍有效的阐释

权力。”[2] 

问题在于，文学是否真是一种科学？作为反映自

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

一词意味着可重复性、普遍性、必然性、唯一性。然

而，现实中的文学活动并不具备这种规律性，从古至

今，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形形色色，从未找到一个绝对

化的标准，也从来不能对其进行客观层面上的证实或

证伪。在历史上，有人谈诗言志，则有人说诗言情。

有人认为创作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则有人认为文本才

是文学活动的唯一。有人从外部寻求文学的规律认

识，则有文学社会学。有人从内部寻求对文学的认识，

则有文学心理学……这些话语的堆积除了说明对文

学我们可以有、而且也必然有多种看法外，并不能证

明文学活动自身的规律性。 

而且，更令人恼火的是，所谓的文学理论、文学

研究方法从来都是对其它学科的挪用，文学学科必须

要依赖他者才能建构自身。如冯黎明先生所言：“即
使我们把圣伯夫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作文

学理论作为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但实际上十九世纪

以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靠从其他学科那里借

取方法、观念以及术语、概念来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虽然有自己的考察对象

即文学活动，但它对文学活动的阐释视点和阐释方

法，却依赖于其他学科的供给。”[3]余虹先生也认为，

在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对其他各种方

法论进行种种借用的文学理论，“在古今中外的文学

理论中，我们总是看到哲学理论、神学理论、儒学理

论、道学理论、佛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语言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伦理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等，唯独看

不到独立于这些理论的文学理论。严格说来，文学理

论自身并无理论，它只是对形形色色理论的运用，是

这些理论的影子。”[4]  

文学知识的建构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有损尊严的做

法，根本原因在于：文学活动本身是一种诗性语言活

动，其意义是隐喻性的，可随着文学活动参与者的主

观性而进行无限的生发，因此文学的意义不存在一个

确定的边界，更不是一个客观的、可被理性精确把握

的存在。然而，现代性学科知识的存在前提便是要为

自身寻找到一个客观的合法化原则，需要一个元理论

叙事，一套相对统一的阐释方法，这一切恰恰与文学

的现实存在相抵牾。面对这种尴尬，文学知识建构者

的解决之道往往是引进其它学科，并将文学知识的合

法性依附其上。 

比如“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对美学的依附。康德将美定义为“一个对象

的符合目的性的形式”，并假定了共同感觉力作为美

感传达的基础，美因此获得了广泛有效性，“美学”也
因此具备了知识的合法性。于是当人们把审美理解为

文学的本质时，美的这种有效性、合法性自然也就直

接为文学所有。当然，康德美学只是一个典型例子，

事实上，文学研究中所有有影响的理论的产生莫不如

此，都可以看做是对某一具备合法性的学科理论的依

附与占用。而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得文学理论

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或者是伦理学的、

或者是政治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或者是语言学的、

或者是心理学的……这背后，体现的是文学研究者的

一种隐秘欲望——如果文学研究找不到合法依据的

话，那通过这种依附，文学学科也许能共享到别的学

科的合法性依据。 

问题是，文学活动因其本身是一种诗性话语活动

而拥有无限的阐释潜力，阐释者本身的主观性使得文

学意义的理解被多元分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

哈姆莱特”这话同样也可用于文学知识的建构者身

上，因此依附其它学科以获取合法性的做法最终结果

乃是让文学学科中充斥了大量的知识话语堆积而无

法建立一个元理论叙事，这反过来损害了文学学科的

合法性。 

综上所述，文学活动根本上是一种符号意义的生

产流通活动，科学化的文学知识并不存在。当前的文

学学科只不过它借助形式化的做法，成功地为自己套

上了科学的外衣，建立了文学活动是有规律性、能被

理性把握的存在这一信仰幻象而已。因此，当前的文

学教育体系的目标在于给人以普遍性、规律性的认

识，但其现实效果恰恰相反，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

显然不可期，而文学的本性也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了。 

2. 面对强大的工具理性 

当代社会，学科的维系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知识话语在实践领域中的作用。比如法拉第的电磁

学是现代社会电力工业的前提，而洛克的三权分立学

说则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学理基础。任何

学科，都存在学科理论与学科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

唯有推动实践，方能维系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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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文学知识被罔顾其本性地定义为科学知

识，所探索的对象是并不存在的“普遍规律”、“基本

原理”、“科学方法”时，文学学科的外部实践就遭遇

了种种难题，这些难题表现在文学教育上即呈现为文

学教育的封闭化。 

所谓封闭化是指当文学教育的内容被定义为科学

化的知识体系并成为唯一的学科话语时，文学知识生

产开始远离文学自身的感性特征，文学教育于是进入

了一个封闭的象牙塔中，与社会、历史相脱离，并失

去了介入、实践的功能。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因此趋

于无用化，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力也日益衰减。 

在当今文学学科的构造中，文学教育所能够培养

的对象只能是教师和研究人员，因为唯有教师和研究

人员才能够起到再生产、延续文学学科是一种科学的

信仰幻象的作用。而这样的学科构造也只适合于评项

目，搞研究，对于其它的职业需求在事实上无法兼顾。

这一点也可以从“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大家心照

不宣的认识中见出。这话从文学学科的教学内容上看

并不为错——既然文学教育教授的是“规律”，那它与

作家所具有的灵感、才气等非确定因素当然是格格不

入的。问题是，如果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那作家应该

由哪个系培养？如果说作家还是一份有潜力的职业

选择，它天然与中文专业相契合的话，那中文系是否

该反思自己学科建置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文学教育的封闭化隐忧应当说在文学学科建立起

来之际就已存在，但在中国却一直到九十年代后方才

得以逐步暴露。建国初期，内地的文学教育被纳入到

了整一性的国家意志之中，学科虽然存在，但其知识

体系、外部实践、职业选择全部由强大的国家意志全

权决定，在这种大封闭中，文学教育的封闭性被成功

掩盖。改革开放后，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

重新学科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旧体制

的庇护依然残留——大学生不必忧虑出路问题，国家

对此全权负责，另一方面则是时代产生的新需求——
人们渴求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寻找精神解放的新的

社会主题，而被理解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此恰好

相符。两者的一拍即合使得当年的文学教育出现了高

度的繁荣。然而，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不可复制

的，极为特殊的时光，当时文学所扮演的是一个富有

感性特征的启蒙工具，而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知识学

科。 

九十年代后，政治热情消退，体制化的知识体系

加速建立，学者们开始躲入象牙塔之中。同时，伴随

着时代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分工的日

益细化，文学教育的潜在矛盾——学与用的不兼容，

学科体制与研究对象属性的对立——终于在此时爆

发了出来，其具体表现就是中文专业不再热门，其外

部社会接口回缩。 

其实，文学作为一种诗性话语活动本身具有反作

用于现实的强大实践潜力。在历史上，时代的变革中

往往可看到文学的身影，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戏

剧，启蒙时期伏尔泰、卢梭的小说，浪漫主义时期的

拜伦、雨果，现实主义时期的托尔斯泰、果戈理……
更不用说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及其中的诸位干

将了。他们的文学活动直接辐射到了整个社会之中，

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与演进。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也早就证明，所谓封闭的文

学场域从来也不封闭，符号资本一直在与经济资本、

政治资本发生种种流通与交换。当某一文学活动能产

生强大的符号资本时，它往往也意味着更为广大的经

济资本、政治资本。于是，话语实践导致了现实的实

践，文学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可能。 

当今文学教育的窘境其实是科学化教学模式限制

了文学的内部潜力所导致的一种后果——当前文学

教育的对象只是文学知识而不包括文学修养、人文素

质，后者更多的倾向文学那未被现代学科体制规训的

本性——文学的诗性、符号意义的无限阐发。然而，

文学与社会的连接，往往依赖的是后者。比如，当今

一部热销小说改编为电影上映并获得不错的票房，造

成强大的社会反响，这其中文学知识的作用并不大

——凌空蹈虚的理论家永远是少数，票房的形成，社

会反响的获得在于这部文本的潜能能够激发并满足

众多读者不同的情感需求和意义体认，而在此基础上

又进一步引发了资本的流通、权力的交换。 

当前社会其实存在大量与文学息息相关的职业需

求，而封闭化的文学教育对此却未能重视。如当前人

们普遍承认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知识密集、信息密集、

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典型业态。特别是在产业结构

不断调整、知识创新不断加速、传播媒介不断更新、

新兴文化业态不断出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产业人才

的重要性更是急遽凸现。……然而，相比于火热的文

化产业实践，我国的文化人才还存在总量偏少、精英

不多、结构失衡、分布不均等问题，人才短缺已经成

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5]高校不是没有相

关的应对举措，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你培养的不是我

需要的，我需要的你没培养出来”，“高校不对路，企

业不对眼”，“高校自我封闭又孤芳自赏，企业用人有

方而选人有责。”于是 “高校自律”与“社会选择”的落

差开始出现并变得难以调解。[5] 

3. 探寻可能的出路 

应当说，当前文学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根源在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方案包括三大主题，即客

观化的科学知识，普遍化的道德和法律，自律化的艺

术，而这三者又分别表现为科学的认知——工具理

性，伦理的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的审美——表现

理性的分离。[6]不难看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走

向是认知——工具理性的体现，但艺术本身的归属却

在审美——表现理性这一块，两者间存在深刻的矛

盾。艺术本身是想象的个性化产物，既不具备自然科

学的客观性也不具备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它只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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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为自身的自由活动提供一个不受限制的土壤而

已，因此，艺术本身是抗拒学科化的。然而，现代性

的矛盾要求艺术除了自身的实践外，还必须有能在理

性面前证明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学科的存在，这具

体到文学上面来则是文学理论、文学学科的出现。 

这里面其实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

启蒙现代性要求秩序，是对理性主义、合理化、科层

制等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它要求普遍的意义，同一

的规范，而审美现代性则关注感性和欲望，差异与个

性，是审美——表现理性的外化。然而，毕竟现代性

一开始就是对统一秩序的追求，启蒙现代性才是现代

性工程的根基，作为启蒙现代性的对立面的审美现代

性在事实上也是依附于前者才得以存在的。在这种情

况下，文学学科的出现作为一种理性的证明便成为了

一种必然，同时文学学科与文学性的差异也为后来的

冲突埋下了伏笔。 

可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当前文学教育的

困境，它造就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活动之间的错位，同

时，文学学科体制和知识构造的形式化加强了这一错

位，并使得文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接口差异越来

越大。因此，解决文学教育的困境应从加强审美现代

性的力量，缓解启蒙现代性的压迫入手。具体而言，

就是要改善文学学科科学化、形式化一家独大的倾

向，使文学的文学性重新回归，从而打破文学教育的

封闭化，进而实现其社会实践接口的扩展。 

修正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形式化倾向，恢复文学

的感性可以从修正科学主义的真理观，正确认识文学

研究的反思性、文本性，在阅读体验的基础上重新建

设新的文学理论入手。海德格尔就曾提出过用存在论

的真理概念来替代传统认识论的真理概念，即将真理

理解为“去蔽”，理解为意义的自我显现，而不是将之

理解为陈述与对象的复合。真理应当是“此在”在生活

世界中的言说，而不是理性主体对世界的无情把握，

“诗”是这个世界的意义之源。海德格尔的这种认识无

疑给我们以启发：文学的真理不见得一定得是对工具

理性的依附，它也可以是感性的言说，是审美——表

现理性的表现。 

当前的文化研究为我们破除文学教育的封闭化提

供了现成的启示与直接的影响。与传统学科喜好寻求

一种单一的元理论和统一的阐释方法不同，文化研究

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性，是多种学科视野多重交互

形成的学科场域，并因此具备了全新的学科视界。文

化研究不局限单一的视角和立场，而是在阶级、种族、

性别的多重立场上对文化现象进行关注，其方法论是

近代以来各种主流学科方法论的汇合，包括了话语结

构分析、症侯分析、批判理论、弗洛伊德主义、阐释

学等等，是这些方法的综合融通。它也具有高度的实

践品格和开放性特征，“关注的是工业社会内部，意

义的生产和流通。……简言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工

业社会内部的特定生活方式，它是此种生活方式一切

社会经验的意义生产和流通。”[7]  

这些，恰恰与文学活动是一种有无限阐释可能的

符号活动，是一种在现实社会中生成的感性经验的特

征相吻合。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研究只是为文学学科制

造了一堆不能构成一元统摄、内部自洽的理论话语，

从而在侧面宣告了文学研究的失败的话，那文化研究

的多重视角和方法论综合则是在多元对话中开辟出

了一条新路。其实，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冲击下，传统

文学研究的场域已经在不断扩大，所谓文学普遍性、

规律性开始逐步被广泛的文化经验所同化，一种新的

视角开始发生。“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与批评

的实践，因此它拒斥了概念、定义式的学科特征和本

质主义的理论分析，正在把文学研究从学院、学科的

传统和条分缕析的规范框架中独立出来，使文学研究

更加关注现实经验中的具体问题，因此文化研究正使

我们在一个更广阔和更现实的层面上注释文学，正在

使文学研究这一本来充满生机与生气的学科重又焕

发出生命的光彩。”[8]  

这种回归也将直接导致文学教育社会实践接口的

扩展，文化研究在当前成为一门显学并直接刺激了文

化工业、创意产业的兴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事

实上，当代早已出现了不少先行者，陶东风先生就敏

锐地指出，当今社会出现了一批“新型文化媒介人”，
他们以艺术家的姿态进入社会，以手中的媒介力量推

销他们自身发明的所谓艺术化生活。他们“很难用原

先比较流行的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文人/资
本家这样的二元划分进行归类，他们是一些复合型的

人才，是善于把观念转化为商品、把文化市场化的人

才”。[9]伴此而来的还有传统文化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

性质的变化，过去的出版社、画廊、音乐厅的社会影

响逐步由图书出版工作室、影视剧制作中心、创意工

厂等取代，后者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文学的

生产与消费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正确态度不应是把文化研究看做与

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而应当把文化研究看

做是正确的文学研究——相比在科学化道路上一意

孤行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多学科性、个性研究、

感性阐释更符合文学的本来面目。而当文学学科吸取

了文化研究的长处后，文学教育的困境也就得到了消

解。消解文化教育困境的力量其实一直隐藏在文学

中，文学教育真正要做的应当是开放自身，回归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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